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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

明前期江南水利格局的整体转变及相关问题

谢 湜

(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明代前期太湖流域上游改筑东坝等大工程的实施，令太湖来水情势发生突变，促使太湖以东以黄

浦江为泄水主干的局面最终奠定，形成了江南水利的新格局。这一新格局伤及太湖以西的地方水利，却换来
太湖向东泄水的稳定趋势，它改变了江南圩田开发的水环境，也提供了太湖以东进一步围垦土地的便利，水利

徭役等赋役制度的改革亦由此展开。

关键词:明代;江南;水利;圩田

一、引言

历史时期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发展，是中国农田水利史的重要课题。缪启愉、张芳等前辈学者分别对塘
浦圩田的发展历程以及圩田技术进行了富有启示的研究。①近两三年来，王建革详细梳理了宋元时期太湖以
东水环境的变化，并以此为主线，详细探讨了吴淞江流域由大圩向小圩田制的转变、由塘浦大闸向泾浜体系的
过渡、耕作制度与农田景观的变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②

古人讲究水利多论“蓄泄”，太湖之来水与泄水亦为其流域水系格局的两大方面。从太湖以东泄水的整
体格局看，12至 14世纪间最大的变化，是北宋学者所追溯的《禹贡》所载“三江”格局无力回天，宋元时期官府
对太湖以东地区的治水，由通盘整治转向局部开江，并进行圩田开发。水利经营则逐渐成为官府与富户之间
的利益妥协，官方默许地方加速围垦，并逐渐放弃大浚吴淞江的工程，而在吴淞江东北、东南两翼开浦，最终形
成以东北泄水为主导的总体局面。③若将泄水格局变化视为一个渐变过程，上游来水格局的变化则显得较为
突然。太湖上游来水主要有西、南两方面。西路来水以荆溪为主，汇集苏皖浙三省交界处的界岭径流，由宜兴
大浦港附近的各港渎入太湖，古称“宜兴百渎”。南面来水笤溪分东、西两源，汇集浙西天目山地的径流，由吴
兴的大钱、小梅等港溇入太湖。此外，长兴西北面的山溪水汇为合溪，由夹浦等港入湖。④在宋元时期，这一蓄
水格局变化不大，而到了明代初期，几项治水工程采取了限制上游西路来水的策略，打破了此前的水势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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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了下游泄水，从而使太湖以东泄水格局出现了淞浏并淤，最终促成东南大黄浦泄水为主导的新局面。
质言之，太湖上游来水格局的突变，对于下游泄水定局的最终奠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明初太

湖蓄泄水利格局的这一整体变化，又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地区开发问题。

二、从改筑东坝到“掣淞入浏”

宋元时期太湖以东开发的总成果，集中体现为大面积的水面围垦，然而围垦之利的保持，必须经受住水环

境变迁所带来的灾害威胁，尤其是涝灾。涝灾之形成，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太湖以东泄水不畅，二是太湖以
西来水不定。关于前者，从两宋时期浚治东北、东南港浦，到元朝疏浚吴淞江等水利工程，官方治水取得了一
定效果，然而在大水之年，通海河道的上游和中游地区，依旧难以泄水，深受洪涝之虞。① 当时常熟昆山各地的
支流港汊，又被民人围筑堰坝，导致排水不畅，加剧涝灾。关于后者，即太湖以西不稳定的来水，明前期通过将
高淳境内旧的五堰改筑为东坝，旨在消除这一隐患。
明嘉靖年间进士，后来官至工部主事的高淳人韩邦宪曾撰《东坝考》，集中讨论了从五堰到东坝的变迁过

程。② 据韩邦宪称，春秋时吴国经营太湖地区，吴王阖闾为了伐楚，采用了伍员的计策，开河运粮，后世为纪念
伍子胥，名之曰胥溪河。如附图所示，在太湖流域开发早期，流域以西与青弋江、水阳江流域相邻，但因茅山山
脉阻隔而不互通，胥溪河的开凿则沟通了两个流域。由于胥溪运河穿越山脊，形成两侧相背倾斜的地势，为防
止汛期西水东泄，以及旱季溪河干涸，古人在胥溪上，在今东坝镇(上坝)到定埠间修筑土堰五道，分级节制水

流，由于这五道堰对于胥溪航运至为关键，因此胥溪又名五堰。
太湖以西地貌水系示意图

图片来源: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57页。

五堰之利一直维持到唐代，唐末商人从宣、歙地区贩卖簰木东入两浙，嫌五堰艰阻，与官府谋划废去五堰。
宋代没有及时修复五堰，导致夏季暴雨之时太湖蒙受洪患。单锷主张恢复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不
入荆溪、太湖，减杀苏、常入水，③然而这一建议并未得到官方采纳。韩邦宪指出，宋时难复五堰，其实是太湖以
西的湖田围垦所导致的，当时官方参与了围筑活动，有利可图，“永丰等圩，官司所筑，无虑数十万;而固城、石
臼、丹阳之间，大抵多圩田矣”。④ 因此，即使单锷之水论切中肯綮，苏轼又大力推荐，但“时用事者方欲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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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未之行也”，固城、石臼、丹阳等湖一经围垦，蓄潴功能大大降低，于是大水兴时便直下太湖，“苏、常、湖三州
承此下流，水患特甚”。①

经历宋、元，胥溪河逐渐衰废，明太祖定都金陵，两浙漕粮不再如元代那样经海路和运河北运，而是西运金
陵，为了避免从长江口进入遇风涛之险，洪武二十五年重新开浚胥溪河，建立石闸，名曰广通镇，设巡司、税课
司、茶引所。通过洪武年间的水利工程，江南漕粮便可经太湖、荆溪，溯胥溪河而上，过广通镇闸，再经固城、石
臼二湖东北入胭脂河，进入秦淮河。② 洪武年间的工程修筑，基本消除了宋元时期势家围田阻挠水利的弊端，
曾有富户严氏，因原定胭脂河引水工程损其田，于是贿赂崇山侯李新，故意将路线改为迂回绕过，这一舞弊行

为被朝廷发现后，崇山侯被处以极刑。此足见朝廷对运道管理之严格。然而，随着永乐迁都，漕粮北运，胥溪
河运道不再担任漕河功能，再度被废弃。此外，因其在江水泛涨之年还对苏州、常州形成威胁。于是，永乐年
间将五堰河闸改筑为上坝，就是后世所称之东坝。
从明初到永乐，胥溪五堰经历了复河建闸，然后又改闸为坝的过程。其中，改闸为坝，对太湖以西的水文

特征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坝筑后，水势不再西行，又经历代固坝，太湖流域与青弋江、水阳江流域基本隔绝，不
再接受这两个流域的来水。隆庆《长洲县志》的撰者曾敏锐地点出了东坝修筑的后果:

高皇帝定鼎金陵，刘诚意实相厥役，因取九阳江之水，自天生桥折而北，洪武门绕京城出龙江口，断西南下太湖

之水，而太湖所受惟荆溪、天目诸山水而已，湖之水止大于潴蓄而不决于奔放，可足于灌注而无妨于泛滥。观吴江长
桥迤南水洞填塞，而沿堤坝弥漫，皆成膏腴之田。其在宋元，稍塞芦苇而水即四溢，何今二百年无此患耶? 实西南诸
水不入之故也。吴淞江自古承太湖之流而泄之海，湖水常决，与海潮势敌，故江流常通;水势稍微，即浑潮深入，积土
淤土。故昔之治水者，必先治吴淞江。今数十年来，潮水无障，积久成陆，所苦惟沿江之田枯旱而已，不闻湖水四溢
为患也。此亦足证太湖水源视宋元仅存十三矣。③

明初的东坝水利工程，起初为方便漕运西行，后来是为防止苏松遭受水害，可见朝廷的着眼点在于太湖以

东的田粮之利。
一方面，东坝之筑乃以牺牲高淳一带的圩田利益为代价，换取苏松水势的基本稳定，高淳一带从此蒙受水

患，圩田多致沦没。明代中后期，高淳民众和官员一直恳请朝廷废坝，但始终不能动摇朝廷的固坝政策。此
外，官员又提出“或开坝不得，请乞除粮”，也即是申请退税为抵，类似今天的“生态补偿”机制。韩邦宪作为高
淳人，又任工部主事，其《东坝考》名为考证，实为呼号，旨在申张高淳地方利益，因此他在篇末明言:“余观淳民
之日耗，且困于虚粮，作广通镇坝考。”④

另一方面，太湖水势虽减，但仍需通海河道畅泄，方可无虞。据隆庆《长洲县志》的估计，明代东坝之筑使
太湖入水量比宋元时减少了近七成，这使太湖以东洪水泛滥的可能性降低了许多，然而太湖向东出水的水势

也随之骤减，这使得宋元学者一直担心的吴淞江水流的衰颓之势雪上加霜。江水一弱，浑潮肆强，元代疏浚吴
淞江的成果，几乎前功尽弃。
吴淞江既无力回天，水势不得不依仗两翼。入明后，东北方向的浏河等大的塘河继续承担泄水，而且有能

力分担吴淞江中游的积水。另一方面，东南方向仍须有一条畅通的干道代替吴淞江，才能缓解吴淞江以南包
括淀山湖一带的积水。永乐元年( 1403) ，钦差江南治水的户部尚书夏原吉，上疏言治水策略，主张顺应以上两
个水流变迁趋势:

自吴江长桥至夏驾浦，约百二十余里，虽云通流，多有浅狭之处，自夏驾浦抵上海县南跄浦口，可百三十余里，潮

沙涨塞，已成平陆，欲即开浚，工费浩大，滟沙泥淤浮泛动荡，尚难施工。臣因相视，得嘉定之刘家港，即古娄江，径通
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径入大江，皆系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吴淞南北两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诸水入刘家、白茆二港，使
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黄浦乃通吴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难疏，旁有范家浜，至南跄浦口，可径达海，宜浚，令深阔。上接
大黄浦，以达湖泖之水。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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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邦宪:《东坝考》，第620 －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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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原吉:《浚治娄江白茆港疏》(永乐元年上)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一四《章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

年版，第578册。



夏原吉的应时治水之策，归功于其实地调查，以及地方水利学者的建言。在得到朝廷支持后，他成功主持了
“掣淞入浏”和开凿范家浜引大黄浦入海两大工程。前者其实是采纳了元末周文英的水学主张。当时周文英
就主张放弃积重难返的吴淞江下游，而通过夏驾浜导吴淞江中游入刘家河出海，①这就是“掣淞入浏”的道理;
开凿范家浜则是明初华亭人叶宗行的主张，他认为吴淞江淤塞，潮汐不通，欲疏浚通海，须引流直接黄浦，使其

深阔畅泄。② 叶宗行的建言，似更侧重于解决沿海高地通潮灌溉问题，而夏原吉则利用此说，着重解决了淀泖
通过黄浦泄水的问题。对于宋元时期黄浦江变迁以及明代黄浦江占夺吴淞江的过程，学界颇有定论，③此不
赘述。关于永乐以后圩田水利开发格局的变化，则须加以关注。

三、圩田水利开发格局的变化

夏原吉主持的永乐年间的大工程，由中央和地方协力实施，在 14世纪的江南水利事业中显得务实而积极。
夏原吉曾作一长诗《踏车叹》，既抒写了永乐兴工的壮举，也感喟于浚河后民众车水排涝，整治圩田的艰辛:

东吴之地真水乡，两岸涝涨非寻常。稻畴决裂走鱼鳖，居民没溺乘舟航。圣皇勤政重农事，玉札颁来须整治，河
渠无奈久不修，水势纵横多阻滞。爰遵图志穷源流，经营相度严咨诹。太湖天设不可障，松江沙遏难为谋。上洋凿破
范家浦，常熟挑开福山土。滔滔更有白茆河，浩渺委蛇势相伍。洪荒从此日颇销，只缘田水仍齐腰。丁宁郡邑重规
划，集车分布田周遭。车兮既集人兮少，点检农夫下乡保。妇男壮健记姓名，尽使踏车车宿潦。自朝至暮无停时，足
行车转如星驰。粮头里长坐击鼓，相催相迫惟嫌迟。乘舟晓向车边看，忍视艰难民疾患。戴星戴月夜忘归，闷倚篷窗
发长叹。噫嘻我叹诚何如，为怜车水工程殊。趼生足底不暇息，尘垢满面无心除。数内疲癃多困极，饥腹枵枵体无
力。纷纷望向膏粱家，忍视饥寒那暇恤。会当朝觐黄金宫，细将此意陈重瞳。愿令天下游食辈，扶犁南亩为耕农。④

从夏原吉的叙述看来，官方在凿浦浚河的工程之后，马上面临着排除圩田积潦，恢复生产的问题。从宋元
时期圩田开发过程来看，官方对圩田修筑从未实现统一的管理，最多也就是从政策鼓励、税收调节以及田制立
式等方面进行引导。永乐年间，官方开始主动组织苏、松圩田的集体排水工作。然而，官方调集的水车设备虽
然齐备，人手却不足，只得依靠明初建立起来的里甲制度和粮长制度，组织乡间圩田修筑和排水工作。从诗歌
中大致可看到，粮长和里长率领乡保民人协力踏车戽水，即车戽，作业相当艰苦。当时竭力踏车之饥民，“纷纷
望向膏粱家”，然而官府似乎没有补贴工食，富户也没有捐赈。范金民和夏维中在研究中还指出，永乐初夏原
吉治理江南水利时，征用了当地的卫所军户，并用地方政府储粮来征募民工，以工代赈。⑤ 夏原吉叹踏车，对于
圩田水利能否长期维持不无担忧。

15世纪后圩田水利运作状况的变化，证明夏原吉并非杞人忧天，据此可知，种种运作的不稳定因素，在永
乐初夏原吉治水时确实已见端倪。永乐北迁以后，漕运费用激增，苏松地区的赋税负担加重，洪熙元年
( 1425) ，广西右布政使周干奉命到苏、常、嘉、湖等府巡视，他在给宣宗的奏报中，陈述了江南地方百姓不堪重
赋的事实。⑥ 造成人户逃亡的另一原因，是许多乡村豪强充当里甲系统中的圩长和粮长，侵扰百姓。永乐后
期，大户势力抬头，腐蚀吏治，这段时期形成的乡村权势格局，使得里甲体系面临危机，贫户逃绝，富户兼并，飞

洒拒纳，造成税粮逋负，圩田水利的维护也受到较大影响。宣德年间，应天巡抚周忱(后谥周文襄公)和苏州知
府况钟针对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困境，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⑦ 宣德五年( 1430) ，况钟下令革除了圩长和
圩老，对粮长则并未革除，只作整顿。
宣德改革保留了粮长和里长，这是乡村权势难以全然消除的结果，同时也是维持地方农作和水利秩序的

需要。日本学者川胜守曾对明代江南水利政策和工程进行详细排比，分析江南水利政策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
系。他发现，正德以前工程多由中央六部官僚承担，嘉靖后则由知府、知县承担者居多。宣德时期，周忱和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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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在改革中也试图推进水利事业，设置了治农官，此时期，官府加强了对粮长、里长等地主阶层的监督，但这并
不意味着在水利经费调配、工役调配方面有了新的突破。① 也就是说，水利派浚和圩田维护仍然是在里甲系
统和粮长制下组织起来的。宣德年间，周忱实行的“大车朋车”集体戽水法，为后世所推崇，其法亦常被称作“官
车法”。弘治《吴江志》记载如下:

吴地平夷，尽为田，略无旷土，然滨江傍湖最为低洼。凡春夏之交，梅雨连绵，外涨泛滥，淹没随之。农家结集车
戽，号为大輣车。人无老幼，远近毕集。往往击鼓鸣柝以限作息，至有累日连月，朝车莫涨，而不得暂休者。……周
文襄公巡抚之时，令概县排年里长每名置官车一辆。假如某都某围田被水淹没，则粮长拘集官车若干辆，督令人夫
并工车戽，须臾之间水去皆尽。而又官给口粮以赈之。自文襄公去后，不服有此良法矣。②

从组织方式来看，周忱的“官车法”与上述夏原吉的集体踏车并无实质差别，即是粮长召集排年里长，把
水车集中到都下之围集中作业。略有不同的是，官府明确给予相应的赈济，这是宣德改革期官府对荒政的重
视和定制的效果。
永乐到宣德年间圩田水利的运作，显然与乡村组织发展，以及赋役制度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学者

滨岛敦俊认为，明初里甲制是维持水利作业的组织，乡居地主直接经营农作，与这种乡村“共同体”相适应的水
利惯例称作“田头制”，即由连接圩岸、沟渠的田土所有者提供费用及劳动。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江南出现了
地主城居的现象，城居地主不再直接接触农作，其中许多“乡绅地主”还拥有无限制的免役权，水利作业落到了
中小地主及佃户头上，造成“役困”局面，从而触发了以照田派役、限制优免、业食佃力为中心的水利徭役改革
过程。③ 对于明代中期江南的“分圩”———由大圩田到小圩田的田制变化，滨岛认为那是随着土地开发进入饱
和状态而出现的“工学的对应”，即是以高度利用土地为目标，通过分割大圩，使水路细密化并建立排灌，把圩
心湿地改造成耕地，推动集约化开发。④

滨岛力图在制度变迁与地区开发两个过程间建立起关联，这是富有创见的研究视角。当然，其具体论点
或可商榷。比如，考察 11世纪以来的圩(围)田的发展过程，尚未能确认大圩的普遍化，倒是以泾浜体系主导
的小圩以及湖荡围垦的连绵的小围田居多。即是说，假如存在着大圩分作小圩的“细密化”转变，其转变趋势
可说是一直存在，若将这种长期转变趋势只对应到明代赋役制度改革过程，恐有过于疏泛之嫌。⑤ 针对大圩、
小圩的发展问题，王建革曾从水流环境变化的角度，分析吴淞江小圩开发逐渐普遍化，并在明代中期成为低乡

圩田主要形态的原因。他认为，15世纪后黄浦江“夺位”后水流环境的变化，是低乡小圩普遍化的重要原因。
分流黄浦江后，淀山湖一部分水流由五大浦而入吴淞江，一部分水流加入三泖地带，“注为各塘泾港数百余而
入于黄浦”，⑥在东南方向上，数百条横向的河流泾浜汇水入黄浦江，原来的那种纵向的圩岸反而会起到障水
的作用。于是，拆除大圩也就成适应水流变化的措施了。另一方面，由于黄浦江分水很多，太湖清水减弱，难
抵浑潮，人们常用泾浜小圩、小水流和坝堰系统应付浑潮，并以之引潮灌溉，黄浦江改道后丰水程度的减少，也
会有旱情发生，民众固守这种自然生态之法也是不得已的办法。这就是明中后期高乡筑小圩、小坝，并引潮灌
溉的发展趋势。⑦ 从王建革的分析来看，低乡小圩的发展，主要是为了顺应吴淞江水流环境变化而作出的开
发选择，开发的细密化恐怕是这一趋势中呈现的表面现象。至于滨岛所述水利徭役的转变，则确有可能是在
小圩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官方所作出的赋役制度调整。
整体来看，分析明代以后地方农田水利格局的发展，除了重点考察水利徭役制度与土地所有关系的变化，

还须关照江南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整体趋势。此外，还须同时关注环境变化，特别是水环境变化的整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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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才能理解影响地区开发中农田水利格局的综合因素。譬如明初改筑东坝，对太湖以东和以西其实造成了
截然相反的后果，韩邦宪指出东坝利于苏松而损于高淳，并非偏袒乡邦，信口雌黄。然而，由于当时王朝的开
发战略重在太湖以东的田赋，东坝工程为此而设，整体服从于区域全盘利益最大化，也就难以兼顾个别地区的

水利处境了。清代学者纵观前代治水全程，对于东坝问题看得更为清楚。比如胡渭在《禹贡锥指》卷六“三江
既入，震泽底定”一条的注释末尾便指出:

余以为治吴之水，宜专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他水不劳遗力矣。然而松江之役有二难:江尾涨
塞，几成平陆，欲即开浚，滟沙泥淤，浮泛动荡，难以施工，一也;奸民豪右，围占湖田，以遏水道，方事之兴，浮言四布，百计

阻扰，二也。有此二难，虽以夏原吉、周忱、毕亨之开济明敏，而卒不能复禹之迹，况其下焉者哉! 夫苟能复禹之迹，则宣、
歙、金陵之水，不足为浙西诸郡患。如其未能，则东坝断不可废，而高淳之民相怨，一方无已时。百诗尝谓余曰，废东坝
者，多出于坝上之人，至追咎苏轼、单锷之言行，废高堰者，出于泗州之人，至恐潘季驯以毁陵之罪，殊可痛疾。善乎欧阳
公有言:天下事不能全利而无害，惟择利多害少者行之。其此项与堰之谓哉。虽然坝上坝下之民，均吾赤子也。韩邦宪
云:以苏、常、湖、松诸郡所不能当之水，而独一高淳为之壑，而税又弗捐，民何以堪之。此亦平心之论。子成尝倡减税，得
蠲米八百余石，邑人德之。盖浙西诸郡财赋甲于天下，权轻重而为之，高淳不得不代受其患，而其税则固可减也。轻一县
之税，以慰民心，而取偿于数大郡，其所得不已多乎。书曰“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为政者当如此矣。①

胡渭认为，既然明代已无法恢复吴淞江泄水之势，那么筑东坝截断太湖西北来水，就是权衡利弊后作出的

最佳选择。当然，为高淳适当减税，也是必要的补偿措施。胡渭之论从明代以后江南整体经济开发形势来理
解太湖水利格局的变化，称得上精当而持中。

四、结论

14世纪后期到15世纪初明朝的官方治水，则逐渐将泄水主干导向东南，改筑东坝、掣淞入浏、凿范家浜导
黄浦出海，这三个大工程的落实，逐渐打破了此前的水势平衡，引起了太湖入水、泄水格局的整体改变。首先，
东坝的修筑同时减弱了太湖入水和泄水的水势。然后，由于太湖向东泄水减少，淤塞的吴淞江得不到充足来
水，更不敌南面的黄浦。明代水利学家沈启就指出:

又谓黄浦通利，势足代淞，似矣。夫水势自西南而东北者，古也。数年来，水势日徙而南，盖以黄浦在南，日决而
大;而大吴淞在北，日垫而微。去水之缓急，因之而迁徙，固有由耳。②

黄浦江占夺吴淞江，从形式上看，是选择性的河道疏浚所导致的泄水主干河更替，而实质上则反映了明代

太湖泄水方向整体东南移的趋势。在吴淞江逐渐逊位于黄浦江的同时，东北水道也由于吴淞江的衰落而逐渐
失势，刘家河步入淤塞困境。刘家河并不能真正代替吴淞江下游。永乐“掣淞入浏”后，由于刘家河出海近直，
大江口水位较高，海潮倒灌较严重，与吴淞江涨潮日相抵撞，因此夏驾浦以下非常容易淤塞。夏驾浦在明代常
被称做沪渎，永乐以后到天顺年间，昆山、上海、嘉定曾协力浚治吴淞江沪渎，取得一定成绩，官方还在沪渎龙
王庙祀吴淞江之神，嘉定人范纯《重修沪渎龙王庙记》，即是记录这次治水。③ 然而，吴淞江和浏河的淤垫在明
中期依旧加剧。与此同时，高乡海岸线继续外伸，原吴淞江下游许多河道加速淤狭。缪启愉先生把这一过程
概括为“从掣淞入浏到淞、浏并淤”，其述备矣。④

回溯明代前期的三个治水策略，改筑东坝之举多少显得突然，它将太湖水势从源头上截去大半，直接影响

了太湖以东泄水局面。掣淞入浏和发展黄浦，可说是这种偶然之举导致的必然选择。然而，这两项工程在其
后的效果优劣不同，即是淞浏共淤，而黄浦坐大。这就形成 15世纪以东南泄水为主导的新局面。明前期太湖
蓄泄格局的整体转变，亦改变了太湖以东及以西的圩田开发的水环境基础，进而加快了江南的水利徭役等赋

役制度的改革进程。
责任编辑:王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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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立基层行政组织外，还有无形的精神方面的控制，这就是与伪政权合为一体的各级协和会组织。这
一综合经营保证了殖民统治政策在农村基层得到落实，能更大限度地满足其掠夺战时物资、征集兵员、
招募劳工等方面的需要。

责任编辑:吴 彤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tructure at Grass － Root Level in Rural Areas
of Northeast China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CHE Ji － hong

( Institute of History，Heilong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arbin，Heilongjiang，150018，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Japanese authority strengthened its control over the grass － root
society in rural areas of Northeast China they occupied． At the beginning of occupation，Japanese puppet au-
thorities continued to use Baojia System( 保甲制度) in order to maintain local public security and their colonial
domination over grass － root society． Afterwards，a new supervision and domination system based on streets and
villages was put in place to cater for colonial rule． As the war went on，the Japanese ruler established a neigh-
bor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at village level to suit the needs of the war．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tructure at
grass － root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an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taken by Japanese rulers to further
control villages and people all serve the purpose of colonial aggression．
Key words: villages in Northeast China; grass － root regime; political structure; Baojia system( 保甲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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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Change of Water Conservancy System
in Early Ming Dynasty and Some Related Problems

XIE Shi

(Centre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Sun Yat － 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275，China)

Abstract: Early Ming Dynasty saw the holis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system in the Tai Lake
( 太湖) valley，which brought a series of related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resulted in
the stability of flood discharge eastward from Tai Lake at the expense of the local water conservancy in the west
of Tai Lake． The new pattern of water conservancy in Jiangnan( 江南) area changed the water environment of
polder reclamation，and facilitated land reclamation further in the east of the Tai Lake． On this basis，the re-
formation of taxes and corvee system began to develop．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Jiangnan( 江南) ; water conservancy; p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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